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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剑波：

跨国并购的技术创新机理研究
——海尔集团并购 FPA案例研究

赵剑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06）

摘 要：跨国技术并购中的知识转移能够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但作为并购方的中国企业在技术上并没有并购对象先进，这就导

致并购企业不能有效地管理知识转移过程。为明确在跨国技术并购中知识转移促进技术创新的内在机制，并解释知识一致

性、战略互补性、组织匹配性等因素对于知识转移效率的影响机制，本文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以海尔集团并购 FPA为研究对

象，研究中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实现技术创新机理。结果表明，跨国技术并购过程中知识一致性、资源互补性、组织匹配性等

因素，有助于并购企业间的知识转移，并最终提升了并购企业的创新绩效。知识一致性、战略互补性和组织匹配性增强了知识

转移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从知识转移研究的角度看，知识一致性能够提升吸收能力，并降低知识转移的成本。从并购

研究的视角看，战略互补性、组织匹配性则为知识转移提供了保障机制。最后，本文提出我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战略获取关键

技术的过程中，应该评估与并购对象的知识一致性、战略互补性和组织匹配性，能够提升并购企业的吸收能力，增强并购双方

的跨组织创新网络与联系，使得知识转移更加容易在并购企业双方之间发生，最终提升并购企业的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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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跨国技术并购中的知识转移能够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张玉梅和吴先明，2022；白俊等，2022；周楠和杨竹，

2023）。越来越多中国企业采用并购方式吸收和获取外部知识资源，以促使企业在变革中不断发展与壮大

（吴育辉等，2023）。跨国技术并购的首要动因就是为了迅速获得企业创新所需的新知识和新技术，而这些新

知识和新技术往往深嵌于被并购企业组织内部。技术资源的并购并不意味着企业已经形成了创新能力，跨

组织知识转移的完成才是决定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蒋冠宏，2022）。因此，知识结构和知识转移一直是跨国

并购研究的热点问题（王琳君等，2022；吴小节等，2023）。在实践中，我国企业普遍缺乏对外并购的“软实

力”，尤其对于技术并购而言，作为并购方的中国企业在技术上没有并购对象先进。这就导致并购企业和并

购管理人员都不能很好地进入角色，有效地管理知识转移过程。此外，技术并购是利用知识转移进行再创

新，如何选择并购对象才能保证战略协调性？如何进行组织结构设计才能有效促进知识转移？总之，提升跨

国并购知识转移的便利性和有效性，成为中国企业跨国技术并购面临的主要问题。

本文构建了跨国技术并购知识转移框架，认为知识转移能够提升并购企业的创新能力，但是对于技术资

源并购而言，企业创新能力受到知识一致性、战略互补性、组织匹配性等因素的影响。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

法，持续关注 2012年以来海尔集团对新西兰斐雪派克公司（Fisher & Paykel，以下简称 FPA）的并购及并购后

的发展过程，尝试对这一案例进行较为全面的观察和深入的分析，并从海尔并购 FPA对于其创新能力的提

升过程中得出一般性启示与结论。

二、文献综述

跨国技术并购能够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从并购研究视角看，组织间的知识转移是构建竞争优势的基础

（Reagans and McEvily，2003；苏屹等，2023）。通过技术并购，国内企业能够因为知识转移而获得关键性知

识。从创新研究的视角来看，收购者和被收购者之间技术能力的差异及知识基础和理念的不同都会增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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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学习与创新的机会，并购企业之间的知识交流和合作，利用网络化创新模式，为隐性知识的交流和学习提

供了环境，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从并购研究的视角看，并购企业如果注重和协调并购对象选择、并购实

施及并购后整合等条件，则能够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有利条件，促使新的创新能力产生。在并购实施后，并

购对象的知识或技术资源已经被并购企业获得，但是并购企业创新能力的形成还要取决于企业能否有效“重

组”已有或新的技术资源和知识基础进行创新（Carnabuci and Operti，2013；章琳等，2022）。例如，与被并购

企业的合作创新，或者吸收被并购企业的技术资源进行开放和集成创新。

（一）知识转移视角：知识转移是实现并购技术创新的基础

知识转移是并购企业实现价值创造和技术创新的基础。跨国企业本身就是一个知识网络，每个节点都

具有自己独特的知识资源（Ambos et al，2006）。通过整合这些互补性的知识，以及促进它们在跨国知识网络

中的转移和重组，能够驱动全面的价值创造（Fey and Birkinshaw，2005；Yang et al，2008）。然而，从现有研

究看，通过跨国并购实现知识转移还面临着一些管理挑战，一些具有区域性情景特征的技术创新并不能够完

全移植到国内市场。跨国企业研究认为，分公司所控制的知识资源具有异质性，知识跨国转移受到知识本身

的特性和知识接受方特性的影响，知识本身的经济价值对于双方而言极具差异性（Kogut and Zander，1993）。

这就意味着，除了异质性，对于知识特性还要考虑更加细致的维度，并思考相关影响因素，才能够理解知识转

移的成本和收益。

1.知识一致性

事实上，有研究者强调并购是实现技术发展创新的重要手段，即并购的首要动因正是为了快速获得企业

创新所需的新技术（Hagedoom and Duysters，2002）。现有研究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并购获得外部知识以增加

自身的知识水平（Cohen and Levinthal，1990），即并购带来的新知识可以促进企业创新。知识积累是促进并

购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者对面向技术的并购和非面向技术的并购做出了区分研究（Ahuja and
Katila，2001）。面向技术的并购，扩大了企业的知识积累，这与被并购方知识积累程度的绝对值和并购双方

原知识积累的相关度有关（Lane and Lubatkin，1998）。研究表明，技术并购对企业并购后创新表现的影响，

与被并购方知识积累程度的绝对值成正相关（Ahuja and Katila，2001）。

并购企业间相互的知识重叠程度影响知识积累（Sears and Hoetker，2014），并购能够实现对目标企业资

源和能力的创新组合，并形成新的创新能力。知识重叠是指收购方和目标企业的知识共同程度。影响并购

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并不是知识本身，而是知识转移和知识应用所导致的技术能力提升。知识转移和新

技术能力的形成受到了吸收能力和知识冗余等因素的影响。目标企业知识重叠度较高，知识冗余又意味着

缺乏创新结合的新机会。总之，并购目标尽量选择知识重叠度较低的企业，则知识创新组合的机会较多，但

是收购方需要具备吸收能力以识别和利用这些机会。于开乐和王铁民（2008）讨论了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

对于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他们认为，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企业自主创新有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发生

条件是：①被并购方知识积累大于并购方或与并购方原知识积累形成互补；②并购方有能力整合来自被并购

方的创意，使外部创意内化为以开发新产品为表征的内生创新力量。

现有研究认为，吸收能力的缺乏等因素会提高知识转移的成本，并影响价值创造（Lane and Lubatkin，
1998）。究其根本而言，还是由于知识的输送和接受单元之间缺乏“知识一致性”，提升了知识转移成本。对

于并购企业的管理者而言，如何发现知识一致性，保证他们对于知识转移的收益预期，才能够有激励促进知

识转移的发生。知识一致性则增加了并购双方的吸收能力（Asmussen et al，2013）。无论知识积累、知识重

叠，都是说明并购企业间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以及并购企业吸收能力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知识一致性意

味着并购方知识资源的互补性和高重叠程度，并购双方能够进行技术配套，并能够吸收和应用所转移的知识

资源。知识一致性能够提升并购后创新绩效水平。因为知识一致性意味着并购企业具备互补的知识，能够

吸收和利用被并购方的知识资源（Cohen and Levinthal，1990）。

2.内部知识和外部知识

并购对象的知识资源来自企业内部或企业外部。一般而言，并购完成后，并购对象就成为跨国企业的分

支机构或子公司。子公司的知识有多重来源（Frost，2001），可能来自跨国公司内部，或者跨国公司外部。例

如，外部知识可以来自分公司与用户和供应商等外部相关利益者的互动（Dyer and Nobeoka，2000），或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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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当地研究机构。

对于并购双方而言，内部知识的重叠程度越高，知识来源也会比较接近。所以，在知识转移过程中，内部

知识可能会增加知识冗余程度，因为接收方已经掌握了这种知识资源。相对于内部知识，外部知识提高了并

购企业实施集成创新的可能性。前述研究都在从企业内部的视角描述跨国并购过程中知识转移对于创新的

影响。事实上，并购对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经常处于一个创新网络和生态系统中。相关研究表明，来自

并购对象企业外部的知识也能够对于并购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积极影响（Frost，2001；蒋志雄和王宇露，

2022）。例如，跨国技术并购能够利用企业间的知识溢出，而这些知识则是并购目标企业通过对于当地用户、

供应商、乃至竞争对手等创新来源的整合而获得的（Asmussen et al，2013；Dunning，1996；余鹏翼等，2022）。

按照网络和集成创新的观点，网络创新不仅局限于企业内部，而更多的建立在组织和组织间的网络联系以整

合和集成资源，并购企业从组织外部识别、获取知识资源并与组织自身资源进行整合是组织竞争力的重要来

源。集成创新所需要的各项技术来源可能都不具备原创性，但在各项技术的组合模式或整合方法上具备原

创性，并通过集成实现了技术方面的新突破和新发展。

（二）跨国并购视角：并购对象的选择能够为知识转移提供条件

除了知识一致性，并购对象的选择也能够调节知识转移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战略管理领域对企业并

购的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就是何种类型的并购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并购对象的选择标准从相关性逐

渐演变为互补性，乃至后来从全过程要素评估并购对象的选择。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对于并购中的价值创

造来说，并购企业技术资源的互补性显得更加重要。例如，Rikard和 Sydney（1999）认为体现双方战略互补性

的“结合潜力”决定了并购的成败。具有较高“结合潜力”的并购企业之间，知识转移的成本更低，而对于价值

创造的贡献更高。

1.战略互补性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企业并购绩效决定因素这个问题的回答普遍都集中于相关性带来的利益上。

例如，战略管理领域的学者都做了大量相关性对并购绩效影响的研究（Kaplan and Weisbach，1992）。这些研

究的核心观点是，相关产业的企业在管理风格、文化和管理过程等方面具有相似性，这就让它们能够有效地

撬动并购伙伴的已有资源和能力（Leslie et al，2000）。Datta等（1991）认为，相关性不是企业并购创造价值的

唯一途径，互补的差异性能够通过资源重新配置提高创造价值的机会。一些学者提出并购双方的互补性是

并购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Wang and Zajac，2007；林发勤和吕雨桐，2022）。战略管理研究则通过资产、

知识、能力和技术这些名词对互补性进行了定义。Rikard和 Sydney（1999）则把企业并购背景下的互补性定

义为合并的企业具有不同的资源、能力和（或）战略，它们有潜力通过结合或重构而创造价值，如果没有发生

并购，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创造这些价值。Krishnan等（2001）的研究进一步把企业并购时的互补性利益

区分为产品战略上的互补性和市场选择上的互补性。

产品战略的互补性是指并购企业和被并购企业在产品战略上的差异化程度，并购企业因为这种差异因

并购发生而创造价值。两家企业合并后，它们能够组合并且重构它们的产品线，或者组织间知识共享等因

素，从而提高并购后的绩效。市场选择的互补性是指并购企业和被并购企业在市场空间上的差异化程度，并

购双方原本在不同的地理市场上竞争，如果各自运营的市场特征不同，但是又能够相互强化，就为创造价值

提供了机会。如何获得对互补性的了解，Agarwal等（2004）认为并购双方前期沟通很重要。通过沟通和合

作，并购双方能够相互了解各自的市场地位，并能够评估并购完成后的整合效果（Napier，1989；Schweiger
and DeNisi，1991）。

2.组织匹配性

并购后绩效主要受整合与协调努力的影响，并购后整合是组织再设计的过程，必须有利于跨组织间的知

识资源转移和共享，以实现价值创造的目标。对于组织匹配性，现在的问题是保持被并购企业的独立性可以

克服管理风格差异和激励差异，但是如何保持独立性同时，有能够促进知识转移，并对技术创新做出贡献？

Datta（1991）把组织匹配性定义为影响两家企业并购后融合难度的因素，包括管理风格差异和报酬评价

制度差异两方面。这两方面的差异能够对并购后整合的结果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并最终影响并购绩效。

管理风格差异会影响并购双方管理层的相容性。通常，并购方的管理团队会把他们的管理风格强加于被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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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的公司。这种做法可能让被并购企业的管理团队缺乏身份认同，从而导致焦虑、不信任和冲突上升，并最

终导致“并购停顿”，并购后的绩效很差。与之相反，管理风格相容则有助于并购后的融合。大量的战略管理

研究都表明，管理风格是否相容对并购后的企业绩效有显著影响（Covin and Slevin，1988）。报酬和评价制度

差异是因为产业特征不同或公司战略不同而产生的（Balkin and Gomez‐Mejia，1990），并购双方在报酬和评

价制度上存在重大差异就可能成为并购整合的一个重要障碍；另外，如果被并购企业被当作一个自治的实体

保留下来，在并购后与并购企业没有进行运营整合，就有可能让两个企业各自保留自己原有的制度。

为了克服整合困难，中国企业通常会让渡控制权，保持并购企业的独立性。马金城和王磊（2009）通过对

上汽并购双龙案例的研究发现，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时，为了保障并购的顺利实施及并购后的顺利整合，中国

企业往往会让渡一些控制权给目标企业管理层，从而形成所有者弱控制的环境。但是，这种办法导致并购后

整合不能顺利开展，甚至直接导致整合失败。折中的办法是建立合资——战略联盟，包括合资、战略技术联

盟（Hamel et al，1989），研发协议安排（Fusfeld and Haklisch，1985）等形式。以合资形式为例，通过与行业领

先企业或技术互补的企业合资，籍此实现将外部创意转化为企业创新。本文认为，组织匹配性是指并购后组

织结构的设计，能够有助于并购企业内部创新网络的形成，并促进知识转移和提升吸收能力。

通过文献综述，本文明确了知识转移的内容，以及知识一致性、战略互补性、组织匹配性等概念。在以往的

相关研究中，这些概念对于跨国技术并购过程中知识转移效率的作用机制尚未明确，本文试图构建知识转移促

进创新绩效的理论模型，并从理论上丰富当前的跨国技术并购研究。尤其是，在跨国技术并购过程中，知识一

致性、战略互补性、组织匹配性如何增强知识转移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往的研究文献并没有做出清晰的阐述。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本文基于知识转移与创新绩效研究框架，简要描述了海尔并购 FPA的过程，以及并购后双方的创新实

施情况。结合案例分析，本文试图明确在跨国技术并购中，知识转移如何促进技术创新。

（一）研究框架
本文的基本假设是在跨国技术并购中知识转移是实现创新的

基础。通过文献综述，本文形成了知识转移对跨国并购创新绩效

影响的研究框架，如图 1所示。基于研究框架，本文认为在选择并

购对象的过程中，应该评估知识一致性、战略互补性和组织匹配性

三方面因素。知识一致性能够提升并购企业的吸收能力，使得知

识转移更加容易在并购企业双方之间发生，最终提升了并购企业

的创新绩效，并购双方如果基于战略互补性进行前期了解和沟通，则能够为知识转移创造便利，并提升并购

企业的创新绩效。另外，在并购整合过程中注意组织匹配性安排，增强并购双方的跨组织创新网络与联系，

能够为知识转移提供便利条件，提升并购企业创新绩效。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三点。第一，知识转移的发

生受到知识一致性的影响，知识一致性意味着良好的吸收能力，知识转移更加容易在并购企业双方之间发

生，最终提升了并购企业的创新绩效。第二，如果并购双方能够基于战略互补性进行了解和沟通，则能够为

知识转移创造便利，并提升并购企业的创新绩效。第三，并购后合理的组织结构设计和安排，能够为知识转

移提供便利条件，并提升并购企业的创新绩效。

本文认为，跨国技术并购为企业构建了跨组织的知识转移和创新网络，在并购对象选择过程中，如果注

重知识一致性、战略互补性和组织匹配性的管理，则能够促进跨国并购的知识转移，并因此提升并购企业的

创新绩效。

（二）研究背景

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和市场中，企业通过网络、跨越边界与环境相联系已成为普遍的现象。通过跨国

并购的方式，海尔将斐雪派克（Fisher & Paykel，以下简称 FPA）整合进自己的资源平台。海尔始终坚持“用户

需求”战略的一致性，FPA的技术资源是海尔引领和满足用户需求的保障，并购后的整合则体现了其组织协

调性。跨国技术并购不再单纯是技术的购买，或者技术引进。本文从知识转移角度理解跨国技术并购，一方

面企业需要思考并购技术对象的价值创造潜力；另一方面并购企业本身也需要在组织结构上进行相应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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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本文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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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只有同时做到这两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才有可能获得提升。

（三）研究方法

本文聚焦于通过跨国并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问题研究。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并严格遵循案例研究

的一般原则、步骤和方法（Eisenhardt，1989；Pettigrew，1990）。本文作者自 2012年起与海尔集团建立了合作

关系，通过长期近距离观察企业实践了解其创新行为。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课题组成员对海尔进行了大

范围的访谈，并定期参加海尔“周例会”，完成了大量的企业创新实践案例。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对于海尔

集团的国际化战略和创新有了基本的了解。

通过对于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访谈，充分了解了海尔并购 FPA的全过程。参与并购的各个当事人回顾

了并购实施的动因、决策和整合过程，并分别给出了自己的评价。此外，课题组还参加年度举行的海尔全球

创新会议，了解海尔实施全球化创新的具体步骤，并访谈了来自海尔研发部门、斐雪派克公司等不同业务单

元的人员。案例信息逐步得到了完善，并保证了所获得信息的可靠性。

（四）案例企业概况

斐雪派克公司创始于 1930年，是新西兰制造业的标志性企业，在全球厨电品牌中，历史最为悠久。FPA
自创建之始，便强调关注用户体验，追求卓越设计，开发富有灵魂的产品，成为其独特的品牌精神，被誉为全

球最具创新思想的顶级品牌，在全球顶级家用电器市场享有极高的品牌美誉度。

自 2009年起，双方在研发、采购、制造和营销等方面建立了合作关系。2009年，海尔成为 FPA的股东，持

有其 20%的股份，并在董事会中占有两个董事席位。2013年，海尔宣布成功收购 FPA，共持有至少 90%股

份。收购后 FPA将保持公司的独立运营和当地管理团队，继续发展自有业务和品牌，并将支持 FPA打造成

为一个真正的全球高端品牌。FPA的研发体系主要由产品研发、部品和设备两条线构成。产品研发板块主

要有位于奥克兰和达尼丁的两个研发中心。奥克兰研发中心负责冰箱、洗衣机，以及电机等关键部件的产品

开发；达尼丁研发中心负责洗碗机等厨电产品的开发。部品和设备板块包括电控团队、工业设计团队和设备

公司等机构。部品主要指电机模块，设备主要指成套设备。FPA设备公司则主要负责智能化生产线和整套

设备的设计、安装和调试，能够独立设计白电智能化生产线，这也是 FPA区别于其他企业的主要特征。

（五）海尔创新实践

实现并购以后，海尔和 FPA双方开始了一系列的合作，包括多条生产线的智能化升级，以及水晶洗衣机

和洗碗机等新产品的开发。通过深入的创新合作，双方进行了资源和知识的交互。海尔的市场吸引力也为

双方的合作提供了支撑，作为创新产品，水晶洗衣机就形成了很好的市场效果，这对于双方的合作也是一种

鼓励和促进。

在产品创新方面，水晶洗衣机是海尔和 FPA合作的得意之作。在合作实施创新过程中，海尔的优势在

于发现用户需求，并建立整合平台；FPA的优势在于利用自己的外部知识资源，快速找到技术解决方案。通

过用户互动，海尔发现洗衣“噪音大”成为用户抱怨的焦点，市场需要一种以“静音”为特征的洗衣解决方案。

海尔需要通过连接外部资源，整合一流的供应商，实现了智能化制造。FPA为此提供了直驱电机驱动模块，

省去了皮带/齿轮传动和变速机构，让洗衣机结构最优、最简单。FPA的电机直驱技术有效地防止了洗衣噪

音的产生，消除了洗衣机因机械转动所带来的噪音，而且比交流电机节电 50%。2012年 6月，水晶洗衣机上

市，仅用 4个月时间，便拉动海尔滚筒洗衣机整体份额超过了原来的行业领军企业西门子 3.5个百分点，增长

速度是行业增速的 4倍。水晶洗衣机的利润率实现了 10.5%，是行业平均水平的 1.65倍。水晶洗衣机首先实

现了单个产品的市场引领，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产品仍然供不应求。

所以，海尔和 FPA的合作体现了双方在企业文化及发展战略上的趋同。双方的合作出于两家企业在企

业文化及全球化发展策略上的一致性，特别是双方在通过创新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上的高度趋同。斐雪派

克同海尔集团的合作协议包括在全球范围内互补和强化双方技术优势，共享双方市场资源、供应链资源，发

展高端家电产品，以及为用户提供解决方案。双方还将在全球基础上加强售后服务合作。斐雪派克希望借

助海尔在中国白色家电市场最广泛及最优质的平台，为今后在中国市场长足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海尔

强调开放式创新，把企业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和能力的整合与配置，建立一个全球

协作共赢的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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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研究过程与发现

本文选择海尔集团并购 FPA作为案例研究对象，试图回答和解释这些问题，并提出相关研究命题。通

过考察海尔并购 FPA的技术创新和组织整合实践，进而得出一般性的启示。

（一）知识的一致性是吸收能力和创新协同效应的基础

并购完成后，跨国企业内部不同业务单元之间的知识交互能够构建竞争优势。知识转移却不会自然而

然的发生，于开乐和王铁民（2008）认为当外部创意转化为持续创新能力的可能性较高时，则可以通过技术并

购或战略联盟的方式进行创新。换言之，只有当以技术并购为目的的中国企业具有足够的创新吸引力，并购

对象的知识资源才会发生转移。

1.知识一致性对于知识转移成本的影响

知识资源的转移可能存在转移成本，那么知识转移的内容就必须对于双方都要有吸引力。很多经济因

素或认知因素，例如缺乏吸收能力、缺乏交互信任、知识资源的受让方缺乏回馈、交互的资源缺乏竞争力、较

低的替代性和一致性等，都会导致知识资源交互的成本提升。

知识转移受到知识资源对于源起市场独特性的影响。知识一致性还意味着并购双方对于知识存量的认

知匹配。例如，海尔在水晶洗衣机项目的实施中，双方的知识资源交互体现出一致性。知识资源的一致性是

指当这种知识资源被应用于其他地域或市场，创新的价值所下降的程度。海尔在全球化的市场都有不同程

度的产品创新，例如，海尔的产品更多采用了本土化的特质，满足各个地域细分市场的需求。但是，当这些创

新移植到中国，或者其他区域市场，创新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因此，一致性较高的知识资源更具普适化价

值，更能体现企业的核心能力，可以被广泛应用于更广泛的市场范围。所以，知识一致性就成为决定跨国企

业的知识资源交互的重要变量。在水晶项目中，电机模块和内筒模块的知识资源引入，都体现出一致性，因

为即使在中国市场，这两种技术仍然具有其独特的价值。知识资源的一致性还影响了知识交互的成本。例

如，如果双方的知识资源具有很大的重叠性，双方拥有共同技术语言，知识资源较容易识别和理解，交互成本

也会比较低。内在的知识转移逻辑便是以知识一致性为基础和前提条件的。

因此，本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知识一致性降低了知识转移的成本，促进了知识转移的便利性，最终提

升了并购企业的创新绩效。

2.内部和外部知识转移对于创新的影响

通过组织学习，外部知识的内部化改变了并购企业的知识结构，提升了并购企业的吸收能力。吸收能力

的提升则意味着知识转移的受让方具备互补的知识资源，能够进行技术配套，并能够吸收和应用所转移的知

识资源。当知识资源的接收方不具备外部知识的吸收能力时，即使进行了知识转移和交互，接收方也不能完

全开发这些知识资源的商业价值。

海尔和 FPA双方在实施水晶项目时，中外项目的参与者都经常谈到合作无障碍、合作很愉悦，正是因为

海尔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比较注重引进技术的吸收和再创新能力，所以这一能力也加强了海尔在和技

术优势方合作过程中的话语权。内部知识转移提升了海尔的工艺和流程创新绩效。FPA的设备公司更加了

解家电制造行业，通过整合不同的产业技术，实施设计的模块化、制造的模块化、供货的模块化，完成智能化

生产线的设计和安装。例如，在为海尔设计的洗衣机内筒智能生产线上，FPA对洗衣机内筒的模块化设计提

出了非常多的改进意见，海尔采纳的意见就有 34条。

FPA还提供了水晶洗衣机的内筒生产线的设计和安装。内筒生产线的创新之处在于以智能化制造的方

式实现了模块化设计和颠覆性工艺。内筒模块化设计能够以最少的模块满足用户需求，例如，内筒前法兰的

模块由 7种减少为 1种，内筒后法兰模块由 7种减少为 1种，内筒模块由 30种减少到 11种。在颠覆性工艺方

面，冲孔工艺采用液压直冲，内筒壁上的脱水孔直径更小，有效降低了对洗涤衣物的磨损；接缝工艺采用激光

焊接，支持内筒转速达到 1600转；成型工艺的改进也有效降低了内筒跳动。智能化内筒生产工艺的改进，颠

覆了传统制造工艺，使得效率整体提升了 30倍。工艺创新体现了精细模块化的实施思路。通过水晶项目的

合作，海尔滚筒洗衣机经营体自己评价都觉得能得到提升。原来模块化设计很难切入，如何落地实施对于洗

衣机经营体都是一个难题。通过合作实施水晶项目，就相当于给洗衣机经营体“做了一条能走的路”，让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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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制造策略的实施和落地更清晰。

就知识转移而言，外部知识更具价值。海尔因源自 FPA的技术知识溢出效应而获益，但是 FPA的知识

来源会有所区分。FPA的技术知识资源有的是内部积累，有的则来自对用户知识、供应商知识甚至竞争对手

技术知识资源的总结。全球化企业不同业务单元的内部知识资源非常丰富。FPA有关家电制造的内部知识

和海尔现有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有所重叠，但是这一现象加强了知识资源的发送者和接受者对于资源价值

的理解，接受者可能已经拥有或了解一部分发送者所传递出的知识资源。通过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外部知识

资源的价值更加具有独特性。例如，对于 FPA而言，源自新西兰本土市场的行业知识资源更加具有创新性，

如直流驱动电机这样的创新技术，就是 FPA通过不断整合外部供应商的资源所获得的。内外部知识资源的

区分，使得跨国企业在进行知识交互的过程中，知识转移目标更加明确。海尔在引进水晶生产线的时候，

FPA已经可以通过当地资源的引进，整合出一条智能化的内筒生产线，如焊接、冲孔等几个内筒关键工艺的

提升，都是 FPA引进的外部知识资源。

因此，本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就知识来源而言，内部知识转移能够提升并购企业的渐进性创新绩效，

而外部知识资源转移则提升了并购企业的突破性创新绩效水平。

（二）战略互补性能够加强企业创新绩效

海尔和 FPA的合作体现了双方在全球战略下的资源互换。海尔收购 FPA是一场资源互换的交易，主要

体现在产品资源和市场资源的互换。海尔优势是销售物流网络和良好的售后服务，其劣势在于产品的工艺

质量水平和技术的相对不足。FPA有很不错的技术积累，所以通过供应链资源的利用与合作，有助于提升双

方的技术和品牌优势。此外，在市场资源方面，FPA利用海尔在国内的市场网络和资源拓展中国市场；海尔

则利用 FPA分别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的市场网络拓展当地市场，实现了优势市场资源的互换共赢。

1.产品战略上的互补性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产品战略互补的一个重要利益来源是组织间知识共享的潜力（Zollo and Singh，2004）。组织学习的观点

认为，相比于同质性的信息源，企业能够从异质性的信息源那里获得更多的知识（Haunschild and Sullivan，
2002）。

水晶洗衣机是 2012年海尔研发的一款具有行业引领性的、用户体验最安静的洗衣机。水晶洗衣机的定

位就是要提供一个最完美的洗衣方案，水晶的原则就是要成为行业的引领者。水晶洗衣机是双方一个合作

很成功的项目，FPA贡献了驱动模块和内筒模块，这些都是非常核心的产品模块。合作提升了双方的创新能

力。FPA给海尔带来了创新震撼，当应用了 FPA驱动模块的水晶样机生产出来时，当现场体验到静音的效果

后，海尔团队成员都惊呆了：自己三五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对方那里却早已有了解决方案。海尔也促进了

FPA的技术创新。例如，水晶洗衣机的电机，FPA认为已经提供给海尔行业里最先进的电机产品，同行业相

比效率提升了 30%。但是水晶的用户交互结果是消费者需要一款更加静音的洗衣机，这就倒逼 FPA做一个

更静音的电机模块。现在，水晶二代已经采用了 FPA设计的更加静音的电机。FPA对此也很重视，因为它们

的创新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2.市场选择上的互补性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市场互补的企业合并时，两家在不同市场运营的企业会形成完全不同的资源和能力。市场互补的并购

发生后，双方的管理人员都有机会获得来自对方市场的知识和能力。海尔并购 FPA正是体现了市场互补性

带来的益处。因为国内市场对海尔产品有着巨大的需求规模，FPA的技术可以迅速商业化。FPA则因为自

己的企业规模和市场范围限制，新的技术推广和商业化缺乏产品产量的支持。海尔的大平台也给 FPA提供

了施展拳脚的空间，跟海尔合作，FPA的工程师因为能够迅速看到技术成果，获得了分享的喜悦。

市场需求也促进了技术创新的快速发展。水晶洗衣机一上市就取得了良好的市场业绩，因为大量的市

场订单和市场需求，所以产品可以根据客户的反馈不断快速更新，技术得以快速的提升和发展。本土市场的

巨大拉动作用也使得 FPA对于合作项目充满信心，并愿意提供先进的技术设计方案。目前，海尔和 FPA双

方合作进行的项目还有接近 20个，除了冰箱、热水器等产品生产线的智能化升级，双方还就洗碗机等产品的

创新研发展开了合作。

在实施并购之前，海尔和 FPA就已经是一种联盟和合作关系，所以能够了解 FPA对于自身的战略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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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并购之前的联盟为海尔提供了一个潜在目标的“筛选机制”，通过业务交互能够发现 FPA的产品和市场

互补性。以水晶洗衣机为例，在战略联盟阶段，海尔和 FPA两个企业能够通过分配各自的互补性资源来满

足用户需求。这种资源分配过程也伴随着双方的沟通和协调，以对于各自的能力和意图达成共同的理解和

信任，并购前的合作行为加强了并购之后的创新绩效（Hagedoom and Sadowski，1999）。

因此，本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基于前期合作和沟通的战略互补性，增加了知识转移的便利性，最终提

升了并购企业的创新绩效。

（三）组织匹配性能够保证知识转移的有效性

并购完成后，企业的组织设计塑造了内部知识转移模式，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绩效。组织设计的

目的在于形成跨国企业内部的知识转移和创新合作网络，形成并购双方之间的组织匹配性。海尔平台的吸

引力是知识转移和流入的先决条件。网络化的海尔目标在于建立一个全球协作共赢的大平台，这个平台可

以看作一个知识网络，虽然不同的业务单元在地域上是分离的，但是依旧存在很多相互连结的节点，每一个

节点都有其独特的知识资源。在跨国企业内部，知识资源是价值创造的特殊动力，因为通过跨国企业的平台

和网络，知识转移和交互可以产生很大的规模和范围经济。互补性知识资源的转移和结合，驱动了跨国企业

内部全面的价值创造。海尔和 FPA之间，以及海尔全球业务部门之间，还需要更多的、更及时的知识资源交

互；另外，只有交互结果的共赢才能够促进知识资源的进一步交互，即不同的业务节点之间要形成利益共

同体。

海尔完成 FPA并购工作之后，保持了 FPA的相对独立性，形成一种类似企业联盟的关系。但是，对用户

需求的认同是双方合作的基点。海尔正在实施网络化战略，推行“人单合一”管理模式，这些机制并没有简单

地在 FPA进行复制，双方通过共同创造用户价值、满足用户需求，建立了相互信任和尊重。双方的很多经营

理念都是相通的，如要专注于用户、创新的理念等，这样在合作的过程中就很容易产生共鸣，相互之间也多了

一份尊重。FPA的独立运营也是自主经营体理念的体现，并购实施以后，海尔承诺保持 FPA独立运营，自主

经营，实际上整个在集团里面就是一个大的自主经营体。FPA有自己的经营团队，有自己的经营机制。但

是，FPA必须创造股东价值，或者说为整个海尔集团创造更高的价值。这样，FPA和海尔就在事实上形成了

一个大的利益共同体。FPA创造的用户价值越大，那么其独立经营，或者独立操作的自由度就越大，而其并

不需要海尔集团赋予什么样的权力。

机制的交互在潜移默化中发挥作用。海尔并没有在 FPA强制推行网络化组织、自主经营体等概念性的

管理模式，而是更加注重把“人单合一”模式的理念和本质潜移默化地传递给 FPA。海尔在 FPA设立了接口

人，接口人的作用在于通过项目的实施和协调，把双方的资源有效结合起来。站在海尔的角度，FPA有很多

非常好的技术资源，这些资源在集团层面共享，就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用户价值。站在 FPA的角度，海尔有非

常大的市场资源和需求，这些需求需要新的技术和产品去满足。通过项目合作，就能够实现资源和交互和协

同，对于双方都是有益的，能够实现共赢。接口人在知识的交互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接口人的重要作用

在于发现那些能够使得双方协同的项目，能够为双方带来好处。接口人既了解海尔集团，又了解 FPA，通过

项目的合作与协同，把双方的团队对接起来。例如，洗衣机、冰箱项目的合作，海尔获得了技术能力的提升，

FPA又能够分享技术商业化带来的收益。正是看到了这种好处，FPA渐渐地主动提出自己有什么样的新技

术，推荐给海尔进行市场化的操作。海尔集团与用户进行互动，利用用户的反馈，协调 FPA进行技术的改

进。这种合作和交流也是利益共体模式的体现，FPA并没有觉得海尔在导入管理模式、导入企业文化，但是

实际上相关的模式和文化已经被潜移默化地接受。利益共同体思维是实现有效接口的关键。接口人的角色

和定位很清晰，就是互通有无，要为双方创造价值，创造的价值越多，接口人的话语权越大。

海尔通过知识交互提升了自身的吸收能力。海尔和 FPA都保持了技术资源的互相开放，因为外部资源

永远多于内部资源，持续创新才是企业发展的最终目标。与外部资源的合作并不是单纯的市场关系，不是外

部资源有什么，海尔花钱去买的概念。合作的目的在于大家一起创造新的价值，并且一起分享，合作是一个

新知识创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海尔创造知识并吸收知识，然后再加以利用和实施，每一次外部资源的

利用，海尔的自身创新能力都得到了提高，而不是简单的重复利用和原地踏步，经过学习和吸收，海尔也完善

了自己的技术团队建设，例如，水晶团队就感觉自己提升了很多，通过项目合作，水晶团队已经分享了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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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A的知识和经验，并且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又产生了更多非常精彩的知识内容。

因此，本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并购后合理的组织结构设计和安排，能够为知识转移提供便利条件，并提

升并购企业的创新绩效。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本文深度分析了海尔并购 FPA过程中知识转移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4个研究命

题分别得到案例内容的支持。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明确了在跨国技术并购中知识转移促进技术创新的内

在机制，提出知识一致性、战略互补性、组织匹配性三者能够调节跨国并购过程中知识转移对创新绩效的影

响作用。在跨国技术并购过程中知识一致性、战略互补性和组织匹配性增强了知识转移对于企业创新绩效

的影响。从知识转移研究的角度看，知识一致性能够提升吸收能力，并降低知识转移的成本。从并购研究的

视角看，战略互补性、组织匹配性则为知识转移提供了保障机制。因此，在我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战略获取

关键技术的过程中，应该评估与并购对象的知识一致性、战略互补性和组织匹配性，三者的一致性能够提升

并购企业的吸收能力，增强并购双方的跨组织创新网络与联系，使得知识转移更加容易在并购企业双方之间

发生，最终提升并购企业的创新绩效。对于中国企业的跨国技术并购实践而言，知识一致性、战略互补性、组

织匹配性也为并购对象的选择提供了评价标准。

（1）知识一致性是知识转移和创新协同效应的基础。知识资源的一致性是指当这种知识资源被应用于

其他地域或市场，创新的价值所下降的程度。知识一致性意味着资源的互补性和重叠程度，并购双方能够进

行技术匹配，并能够互相吸收和应用所转移的知识资源。知识一致性则增加了并购双方的吸收能力，知识转

移更加容易在并购企业双方之间发生，最终提升了并购企业的创新绩效（张玉梅和吴先明，2022）。本文重点

区分了并购目标企业的知识来源，即内部知识和外部知识。在知识转移的过程中，要区别对待这两种知识。

尤其对于并购企业而言，内部知识重叠程度较高，而复杂程度较低，内部知识转移会增加并购企业的知识冗

余程度，会降低实施突破性创新的可能性。虽然外部知识更具价值，但是因为外部知识源自并购对象，其向

并购企业转移之后的应用性却受到限制。因为，对于外部知识，并购企业需要一个吸收和积累的过程，并购

企业能否实现创新绩效取决于其对内部知识和外部知识的重组能力。所以，就知识来源而言，内部知识转移

能够提升并购企业的渐进性创新绩效，而外部知识资源转移则提升了并购企业的突破性创新绩效水平。

（2）战略互补性加强了知识转移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战略互补性是指合并的企业具有不同的资源、能

力和（或）战略，它们有潜力通过结合或重构而创造价值。在产品战略互补的条件下，更能保证并购双方之间

的有效学习，从而提高实现所期望的协同创新的效果。如果并购双方能够基于战略互补性进行了解和沟通，

则能够为知识转移创造便利，并提升并购企业的创新绩效。

（3）组织匹配性是指并购后组织结构的设计，能否有助于并购企业内部创新网络的形成，并促进知识转

移和提升吸收能力，并购后合理的组织结构设计和安排，能够为知识转移提供便利条件，并提升并购企业的

创新绩效。首先，战略联盟作为创新来源。按照联盟的目的，战略联盟分为两种形式：探索型和利用型战略

联盟（Yang et al，2014）。探索型联盟目的在于寻求新的知识和技术，而利用型联盟则在于联盟伙伴资源的

互补性利用。具有互补性创新资源的企业间建立探索和利用联盟能够提升创新的绩效。其次，跨组织创新

网络与联系形成了分散的跨组织结构，并购企业与被并购企业之间形成的创新单元之间的网络现实像是一

种分散式的“集体桥”，在拥有知识和接受知识的成员间建立起直接的跨单元联系（Zhao and Anand，2013）。

两个企业中的创新单元直接接触，在实现知识转移方面，能够保证跨单元知识最短的联系距离，可以减少知

识的损耗、失真和延迟，并且还能增加两个企业内部创新人员之间的信任，有助于跨企业创新网络的形成。

最后，提高创新网络的整合程度。企业创新员工间的知识交换模式反应了联结他们的合作关系网——内部

组织网络，该网络结构的整合程度直接影响技术知识的交换。网络的整合通过便利员工之间的交流，为他们

提供了互惠的知识交换和合作解决问题的机会。对技术创新而言，需要充分利用现有知识，而整合的网络即

为这些相关知识提供了流通和共享的渠道，知识可以在需要的地方出现。企业内部网络整合的程度越高，越

有可能通过知识转移进行创新。所以，并购企业可以把外部技术创新资源内部化，整体引进并形成一个业务

部门，但是应尽量保持整合后部门的独立性，采用分散决策的体系，支撑企业创新任务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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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研究中，本文的研究框架还需要思考知识特性其他维度的内容，例如，知识的隐性程度和知识复

杂性，并考虑这些因素对于知识转移成本和收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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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剑波：跨国并购的技术创新机理研究

How Does Knowledge Transfer Drive Technical Innovation in M&A？

—A Case Study on Haier’s Acquisition of FPA

Zhao Jianbo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of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Beijing 100006，China）

Abstract：Knowledge transfer in technological acquisition can improve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but as the acquirer，
Chinese enterprises are not as advanced in technology as the object of the merger，which leads to the inability of merger and acquirer to
effectively manage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knowledge transfer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explai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knowledge congruity， strategic
complementarity，organizational fitness and other factors on knowledge transfer efficiency，the method of case study was adopted and
took Haier Group’s merger and acquisition of Fisher & Paykel Group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study the mechanism of Chinese
enterprises’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rough cross‐border merger and acquisi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ctors such as knowledge
congruity，strategic complementarity，organizational fitnes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national technology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re
conducive to the knowledge transfer between acquirer and objective firms，and ultimately improve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acquirer. Knowledge congruity，strategic complementarity，organizational fitness enhances the influence of knowledge transfer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transfer research， knowledge consistency can improve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reduce the cost of knowledge transf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rger and acquisition research，strategic
complementarity and organizational matching provide a guarantee mechanism for knowledge transfer. Finally，it is propose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acquiring key technologies through cross‐border merger and acquisition strategy，Chinese enterprises should evaluate the
knowledge consistency，strategic complementarity and organizational matching with acquisition objective，which can improve the
absorption capacity of acquisition objective，enhance the cross‐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network and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erger
and acquirer，and make knowledge transfer easier between the merger and acquirer. Eventually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etween the
merger and acquirer is improved.
Keywords：merger and acquisition；knowledge transfer；knowledge congruity；strategic complementarity；organizational f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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